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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中国转型时期所研究的一个

重要内容，涉及流动人口的就业、收入、融合、居住、
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流动人口进入流入地的第一
个面临的问题就是居住，因此流动人口居住研究是
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
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现有居住地？ 与本地人口在住
房获得过程中的机会平等吗？ 流动人口的居住有何
特点？是否会与本地人口产生居住隔离？等等这些问
题让我们对流动人口的居住研究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意识。 在流动人口出现的较早时期，形成了流动人
口聚居区，比如“浙江村”、“新疆村”等的研究，但是
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与城市管理的加强，对流动人
口的居住问题研究已经远远超出地缘聚居区的范

围，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文对近年
来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研究做一个梳理，并进一步提
出今后关于这方面研究需要关注的方向，为政策制
定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研究基础。
一、流动人口从城市的住房政策改革中获益了

吗？
流动人口的住房获得，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住

房政策改革密切相关。 在允许人口流动之前，农村
与城市、地区与地区之间，每个人都受户籍制度、粮
油制度、就业制度等严格控制。 这种再分配体制决

定了流动人口无法在另一个地区长期居住，或获得
住房。 伴随着体制转轨，市场逐渐取代了计划，住房
也由原来的单位分配逐步向市场供应转变。 这种国
家再分配的福利体系向市场化商品房供应的住房制

度转变，意味着外来人口在没有本地户籍的情况下
在本地居住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了。
外来人口选择的一种居住方式是购买商品房。

原先因受本地户口限制无法购买，随着商品房市场
自由买卖的放开和成熟，外来人口可以购买商品房。
另一类市场化的居住方式是租住房屋。 在房屋出租
法令明确出台之前，出租房屋都是通过非正式的网
络来进行的。 出租的房屋多源于农民的房屋或者是
农转非之前在农村分配到的房屋。 20 世纪 80 年代
后，随着农村流动人口逐渐地进入城市，房屋政策的
变化与居民身份之间的关系表现地越来越紧密，房
屋政策的变化使得大量流动人口可以留在大城市中

（Liang Zai & Zhongdong Ma，2004）。 Liang 和 Ma 利
用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出流动人口在 2000年
达到 7900 万，并且都趋向与沿海发达地区，这中间
还包括大约 15%的非农业流动人口，在地区间和地
区内能有这么大数量的人口迁移，他们认为是因为
中国几十年来的住房政策的变化的结果。
虽然住房政策的改革有助于人口的流动，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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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者对此持保留态度，认为就大多数流动人口而
言 ， 住房仍难以获得并受到诸多限制 （Chan &
Zhang，1999； Wang & Murie，2000； Solinger，1999；
World Bank，1997）， 城市住房的逐步商品化和放开
只为流动人口提供了有限的选择（王汉生、吴维平，
2002）。 有研究明确指出，流动人口的收入比本地人
口收入少，工资只占到本地人工资的 80%，按市场
价格换算，他们根本无力购买商品房（Knight， John，
Lina， Song & Huaibin， Jia.，1999）。 王汉生、吴维平
（2002） 在对上海和北京两个大城市的比较研究中
也得出相同的结论。 他们在统计中发现，租房是流
动人口在城市住房获得的主要方式，并且常常以集
体宿舍的形式居住。 大约 25%的流动人口被安排在
单位的集体宿舍中。 虽然宿舍提供的个人空间非常
狭小，却深受雇主和雇员双方的欢迎。 对雇主来说，
宿舍方便管理；而对雇员而言，减少了房屋的开支
（Wang， F. &Zuo， X.，1999）。
这些研究似乎更多地将流动人口限制于农村

流动人口，他们不仅没有户口，大部分收入也较低。
罗根(2006)的经验研究也支持农村流动人口除了选
择市场租房或集体宿舍外，几乎没有可能购买商品
房的观点。 对于他们无法获得流入地城市相对便宜
的福利性质住房的原因，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为“市
民权”的问题（陈映芳，2005），“居住权”是其中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 包括为流动人口提供公益性住
宅、廉价商品房、住房补贴等权益。 赵晔琴（2008）则
在此基础上，提出目前的制度设置本身使农民工的
居住权集体被剥夺， 而农民工却一直保持沉默，从
而导致了农民工被社会忽视。
二、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在居住空间上是隔离

还是融合的？
在选择了居住方式后，流动人口的居住现状是

否能使他们长期居住呢？ 作为衡量流动人口融入本
地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流动人口在居住空间
上没有与本地人口有明显的隔离，那么他们的融入
程度就强，反之，则弱。 王桂新、张得志（2006）就上
海的现状显示外来人口居住“生态”与城市本地居
民存在显著差异，外来人口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
征，主要集居在“城中村”、“棚户区”以及建筑工地
宿舍等“城市角落”的“小集中”分布中，从而形成游
离于城市居民社会的“孤岛”。 雷敏等（2007）对北
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 5 个城市的问卷调查
中发现，绝大部分流动人口选择在城市边缘区集中

居住，这种居住方式形成了居住隔离。 如东莞，许多
本地居民都搬迁入住于新建的小区， 而把那些紧邻
市场或没有统一规划的旧房子出租给流动人口，即
使没有搬入新区而与流动人口同居一楼的本地居

民，在垂直空间上也与流动人口呈隔离状。而对于集
中居住宿舍或工棚的流动人口来讲， 由于工作场所
和生活场所合二为一， 他们的社会交往受到更大的
限制， 基本上没有职业以外的渠道接触市民。 罗仁
朝、王德（2008）从城市规划角度，选取了四个不同聚
居形态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显示， 流动人口与流入地
居民的空间隔离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心理隔离的形

成。 新一代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要大于上一
代， 这源于他们对城市居民对自身的排斥有更强烈
的感触和预期， 从心理上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疏远隔
膜的整体印象 （郭星华、 储卉娟，2004）。 张展新
（2009）还发现，即便住同一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
口仍存在着居住隔离， 村委会社区比居委会社区的
居住隔离程度更加严重。
也有学者认为新移民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关系”

正在发生变化，马西恒、童星（2008）在对上海市 Y
社区的个案调查中提出， 新移民与本地居民已经从
相互隔离、排斥和对立转向一种理性、兼容、合作的
“新二元关系”。由此，作者提出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
合经历的三个阶段“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和“同质
认同”。
这两种思路的讨论事实上穿插着两种不同的前

提假设： 早期对流动人口的研究更趋向城乡二元结
构， 后来将流动人口研究从城市层面具体到社区层
面，即所谓二元社区，将外来人口与城中村具有本地
村籍的本地人口进行比较， 在融合与隔离讨论中进
一步分层研究。李培林 2004年就在广州市城中村研
究中开始这样的尝试性探讨（李培林，2004）。基于这
种思路的转变，张展新（2009）才在居委会社区中进
行外来人口与本地市民的“双二元”模式比较。 村委
会社区和居委会社区具有两种不同的住房分配体

制： 居委会中居民的住房在市场化之前完全是福利
分配，个人无权建房；村委会社区则是村民在宅基地
上可以自行建房，在这种体制下，住在村委会的流动
人口的人均面积比住在居委会的流动人口要大，但
是居住的条件要差，房屋设施没有居委会齐全。在村
委会中与本地人的隔离状况也更严重。
三、“城中村”应不应该被改造？
大部分流动人口没有资格得到城市中的福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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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而且又无力负担昂贵的商品房房价，因此他们
只能住在“城中村”内或者城乡接合部便宜且质量很
差的出租房内 ， 甚至自己搭建房屋 （zhang etal，
2003）。比起本地人口，他们居住条件和质量都更差，
他们中间也很少有人能够获得基本城市公共设施使

用和服务，“城中村”俨然变成了环境肮脏的棚户区
（Wang， F. &Zuo， X.，1999）。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城
市规划呢？ 学者们众说不一，在策略上形成了三种
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村集体经济下

“寄生型”的村民生存状态和心理动态，以及数倍于
村民的“寄居性”外来人口的数量。 而外来人口的高
密度聚居是形成出租屋市场并引发其他社会问题的

根源所在（阎小培等，2004）。 由此，他们将焦点锁定
在“城中村”社会治安及村民的文化观念、生存状态
等问题上，如村民的城乡二元性和社会边缘性（李培
林，2002；周大鸣等，2001；李立勋，2001），“城中村”
的产生归结于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的刺激以及“类
单位制”的块状管理（李培林，2002）。 这种观念认为
“城中村”需要采取“景观城市化”的改造措施以及与
此相对应的跃进式的“人为城市化”改制，即农民转
为居民，村委会转为居委会，原农村管理纳入城市一
体化管理。 但这种构想的效果似乎并不令人满意，
其结果造成了被驱赶走的流动人口到更外围的地方

形成新的聚居区，村委会改成的居委会仍保留了村
集体经济的性质。
为此，另外一种“声音”认为对“城中村”不应急

于改造。 因为，对于本地农村来说，他们在城市居住
为他们融入城市提供了的空间区位优势，是本地农
民融入城市的桥头堡和依托。 其次，对于流动人口
来说，“城中村”是他们在城市的立身之所。 如果强
行拆改“城中村”不仅有违社会公正，而且还会带来
更多的社会问题。 在当前还存在大量流动人口的情
况下，城市应允许“城中村””的存在，为他们提供立
足之地（王春光，2005）。 魏立华、阎小培（2005）也认
为城中村的存在将是“合理的”和“长期的”，城市将
外来人口排斥在外的住房政策使得外来人口只能在

城市住房体系之外寻找便宜的住所，而城中村是低
收入住房供给和符合流动人口乡城链式迁移的居住

形式。 目前中国属于人口大量流动时期，即使打破
对农民工及外来人口的制度性障碍，短期内也无法
改变其作为低收入阶层的经济地位，也就无法改变
其聚居在租金低廉的“城中村”的趋势。

面对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而言，在整个城市规
划版图中，对“城中村”“无为而治”，似乎也不太妥
当。 为此，有些学者综合前面两种对立的观点，认为
应该在规划市区内进行“城中村”的改造，规划市区
以外的近郊区和远郊区则不急于进行改造，这样可
以让被改造的城中村中居住的流动人口有立身之

地，可以容纳外来人口，不至于因为“城中村”的取
消，而造成人口流动的阻碍（张展新，2009）。
四、我们还应该知道什么？
在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研究的厘清中，不难发现：

从城乡二元思路到城市社区分割的转变，从户籍制
度限制到市民权与居住权的讨论，从流动人口居住
隔离到融合的实践，从对流动人口聚居地“城中村”
的治理到管理的转换，都体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突
破。 随着社会发展和流动人口状况的改善，对流动
人口居住问题的研究也需要随着探讨的深入，对一
些盲点和误区进行重新认识：

1.流动人口研究对象的扩大。 已有的研究基本
上都以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以低收入
农村流动人口为主，这部分人往往就是“城中村”出
租房或集体宿舍的居住者，而且可能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流动人口仍以这两种居住方式居住。 这类研
究实际上把研究对象的视野放在了我们想看到的，
其实， 还有一些没有注意到或没有充分关注的部
分———大量的非农流动人口。 Liang和 Ma的统计其
实已经指出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中包括了大约 15%
的非农业流动人口 （Liang， Zai， &Zhongdong， Ma，
2004）。 2006年北京市 1‰流动人口抽样显示，流动
人口中 10.8%居住在楼房内（翟振武、段成荣、毕秋
灵，2007），罗根（2006)的经验研究也同样提及，非农
户籍流动人口因为不太可能获得公有租房，而比农
村流动人口更有可能购买商品房。 那么，这个群体
占流动人口的比重到底有多大？ 相关的研究似乎预
先主观假定农村流动人口不会住楼房，所以就只讨
论农业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 大部分抽样中，往往
因为没有一个流动人口的抽样框，而以流动人口聚
居的城中村的出租屋或集体宿舍来取代。 这样的结
果实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偏差，只调查了低收入的流
动人口，忽略或遗漏了另一部分流动人口，这就需要
对非农流动人口进行观察，因为他们同样被排斥在
城市福利住房体系之外。 随着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
的时间增加，在城中村的出租屋和集体宿舍之外的
流动人口将会越来越多。 那么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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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住上的隔离可能就是局部的。 为此，需要对流
动人口进行细致的划分，这样才对居住隔离有一个
清晰而准确的描述。

2.流动人口居住分层的研究。 无论是再分配体
制还是市场体制下，住房都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
指标。 再分配体制下，住房是一种福利，社会上层有
获得好住房的支配权力，而市场体系下，以收入、职
业等决定住房的面积和质量（Logen，1987；边燕杰、
刘勇利，2005）。 中国目前的社会分层既受市场化机
制的影响也还受再分配机制的影响（边燕杰、刘勇
利，2005）。但很少有学者关注流动人口的住房分层，
或者认为没有必要关注，因为他们的住房方式就这
么两种。 随着流动人口研究对象的扩大，流动人口
在流入地也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得住房，为此流动
人口的住房分层其实也可转化成职业、收入的分层。
目前的相关研究更多地把流动人口住房看成是离散

的，即购买与否、住楼房与否等住房分层的划分过于
粗糙，导致流动人口居住非上层即下层，这也正是对
流动人口的居住分层缺乏研究的一个表现。 不少实
证研究已表明农民进入城市之后，内部同样开始出
现分化，包括占有相当生产资本并雇用他人的业主、
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用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完全依

赖打工的受薪者等。 学者谢建社就根据政治、经济、
社会、生活、价值观、文化和职业等因素，将农民工分
成五个阶层（谢建社，2006）：准市民身份的农民工、
自我雇佣的个体农民工、依靠打工维生的农民工和
失业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工。 若以此来看，流动人口
的居住分层同样需要细化。 更何况，流动人口的人
口特征正在发生着结构性变化，家庭化的趋势明显。
2006 年北京市 1‰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中显示，15 岁
以上的流动人口中，有配偶者占 3/4，夫妻二人同时
在京流动比例很高（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2007）。
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更需要对流动人口的住房分层
进行关注。

3.流动人口住房与社会福利关系的研究。 流动
人口在流入地被排斥在住房再分配体制之外，只能
进入市场获得住房。 换言之，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只
能以市场价格去买房或租房，而城市福利性住房的
分配，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带有福利性
质的住房，流动人口是无法获得的。 实际上，住房与
养老、医疗一样是社会保障的一种体现，而当下的社
会保障制度显然排斥了流动人口。 一些学者把这种
排斥归结为户籍制度的原因。 其实，户籍制度只是

政府自保自利的一个工具而已，本质上是社会保障
体系地区间分割状态的表现。 由于中国地区间经济
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地区间财政收入水平的差距，也
就导致社会保障水平尤其是有政府补贴的社会福利

性质的保障更是千差万别。 地方政府为了保证本地
区的利益，就必须限制流动人口在本地的福利分配，
作为国家合法的户籍制度就成为了有力手段，以此
来决定了“居住权”与“市民权”。 为此，对流动人口
居住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住房获得的方式
上，而是将这种获得方式背后所涉及的流动人口社
会福利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提拉出来进行

探讨。 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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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移民安置区可持续发展现状寻找适宜的评估方

法进行修正，并以某一个或几个生态移民安置区为
案例进行评估研究。
第三，生态移民安置区是具有比较特殊意义的

区域，其在统筹城乡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
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可能会起到推动作用，同时又是
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一系列转型过渡阶段，在
一定程度上往往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就需要政
府在环境保护、移民安置、统筹发展等政策导向方面
的权衡。 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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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ppraisal Procedure and Index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settlement Areas of Ecological
Immigration Based on the Model of Pressure-State-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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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inherent constraints and special meaning and obj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esettlement areas
of ecological immigr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resettlement areas of ecological immigration by making use of pressure-state-
responses model, on that basis , this article sets up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es system in resettlement areas of ecolog-
ical immigration, 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state of resettlement areas of ecological immigration exactly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assessment and construction in practice.
Key words：model of Pressure-State-Response；sustainable development；indexes system；resettlement areas of ecological im-
migration；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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